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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要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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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在多学科领域展开，尤其是近十年发展迅速，促进了幸福感研
究层面与多元学科渗透，积累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居民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从研究的

理论视角、影响因素、测评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与展望，旨在为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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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主体精神的回归，对幸福的探讨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追求幸福不仅

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每一个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１］。在发展中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

系，在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满足之间取得平衡，尽可能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他们共享改革

开放的丰硕成果，成为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新课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与重视。近代居民幸福

感研究发源于２０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我国的研究要晚于西方，大致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主要
集中在对国外研究理论的引入以及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应用方面，近十年的研究无论从“量”上还是

“质”上都有了飞跃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推进了研究层面与多元学科渗透，幸福研究已经逐渐

成为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医学、哲学等综合发展的交叉学科，呈现出一种融

合、吸收、互济发展的学术景观。从经验借鉴、理论推演到指标体系构建、测评模型及实证分析，构建了

一个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体系雏形，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王慧慧（１９７９－），女，山东济宁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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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居民幸福感研究的新理论视角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主题的发展，居民幸福感研究的关注点也在动态演进，从个体心理健康与生

活质量逐渐拓展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政治、经济等宏观背景视角。

（一）社会发展观与ＧＤＰ反思的视角
从幸福的本质来看，人的幸福必然要求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互

依赖互为条件［２］４４。但传统ＧＤＰ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最重要指标，忽略了环境资源的价值耗损，忽视了
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各种自然资源和生态投入。随着全球化的环境恶化和资源危机的加剧，从ＧＤＰ的反
思中重新定位幸福与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开始增多。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沈杰认为，以ＧＤＰ为代表的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单一化、简单化、
片面化，只重视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从“ＧＤＰ崇拜”到强调综合指数是从独尊效率转向兼顾公
平［３］。西安交通大学蔺丰奇认为，ＧＤＰ价值坐标存在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与成本等方面的缺陷，以
国民幸福总值为核心的核算体系，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

新向标［４］。广州大学马丽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幸福和 ＧＤＰ的相关指数越来越低，社会发
展的战略目标不应单纯追求ＧＤＰ的增长，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的提高［５］。

（二）党的执政理念与价值取向的视角

执政理念可以充分体现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必须有

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这是执政宗旨和目标是否明确的前提条件，也是执政党争取和巩固执政地

位的首要标准，因为人民总是首先以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作为判断其优劣的主要依据。”［６］

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在当前的社会转型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更多挑

战，人民幸福与执政理念关系的研究成为顺应当前我国国情的研究新视角。

西安交通大学张慧芳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的全

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他们的利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把社会核心价值从

经济发展提升到增进民生福祉的高级层面［７］。中共武汉市委党校刘闻佳认为，幸福指数与我党新时期

执政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关注幸福指数是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凸显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

党的根本宗旨［８］。

（三）政府责任与政府善治的视角

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但人们产生并实现其各自的需求和欲望却通常受到

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个人的外部条件而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其幸

福［９］。“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

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１０］。政府责任与政府善治，都

是从政府可作为的角度分析政府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薛金华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多元文化发展需求等都需要政府保障与供给的角

度，探讨了民众幸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１１］。湖南科技大学罗建文从民生幸福的角度，论述了民生

幸福与政府善治的内在关联性，民生幸福是检验政府善治能力的试金石，是善治政府的价值目标，而发

展民生幸福也有利于促进政府的善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增船认为，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

的贯通性，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１２］。

二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繁杂多样，心理学背景下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经济学背景下有经济因素

和非经济因素、社会学领域有个体差异因素也有宏观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相互交错又相互作用。综合

现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其较为主要的因素从四个大的方面进行分类：

（一）人口学变量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自威尔逊（Ｗａｎｎｅｒ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６）在《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提出幸福的人口学特征以来［１３］，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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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变量因素的横向研究开始盛行。人口学变量一般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家庭规模、婚姻状况、教育程

度等。研究者较多假设幸福感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存在相关性，研究结论与这一假设也基本一致。

例如，毕明等通过对山东１７市抽样调查发现，城市居民幸福感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其中５５岁以
上群体指标值最高，１８－３４岁群体次之，而３５－５４岁群体最低［１４］；吴启富也得出类似结论，不同年龄的

人群其幸福程度、幸福观有着明显的区别，青少年和老年人群感到最幸福［１５］；吴丽民等认为婚姻因素与

性别因素交互影响幸福感的产生［１６］；张明军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与性别、教育程度、健康状

况、职业稳定、家庭关系等因素显著相关［１７］。国内研究者在人口学变量上取得了大致相似的结论，但在

探求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上整体滞后于国外的研究。

（二）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考察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源远流长，是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中的热点。从经济至上把

“物质”“财富”等同于幸福，到“伊斯特林悖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Ｐａｒａｄｏｘ）、“快乐水车”（Ｈｅｄｏｎｉｃ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等
理论的提出，目前大致回归到一种理性研究层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我国是否存在“伊斯特

林悖论”、如果存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引入其他变量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幸福感等问题展开的，这些

研究中的具体因素可以具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宏观经济因素，如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失业等。有研

究者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

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１８］８４；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

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幸福水平；一旦达到或超过

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１９］。第二种是相对收入、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

影响。如王鹏研究认为，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 Ｕ形，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
著降低其幸福感［２０］；任海燕利用相关系数法以及有序概率回归的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２１］。第三种是个人绝对收入与相

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从横截面上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但收入不是幸福的唯一影响

因素［２２］；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向关联［２３］，在同一地区、时间上，收入水平较高人群的幸福

程度相对较高，收入不是显著影响因素，但一定的收入是幸福的必要要素［２４］。

（三）社会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２５］６０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一个国家越发展、越民主，人民就会越幸福［２６］。幸福依赖于人与周

围环境，社会成员只有从爱和服从的原则出发才能有普遍的幸福（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ｍｔｅ，１９７１）。因此，幸福的
标准在各个时代、民族、阶级是不同的［２７］３。

社会因素具有广义的内涵，主要包括空气质量、卫生、绿化等居住环境因素；住房条件、社会治安、医

疗、教育条件、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民生因素；公共政策、民主权力、政府绩效等政治因素；人际交往、社

会参与等社会关系因素。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研究者基于

的出发点是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幸福感受周围客观环境的影响。健康的居住环境、人文关怀的

民生政策、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加幸福感，相反会降低幸福感。研究多与 “和

谐社会”“民生保障”“贫富差距”“环境保护”等词语相关联。

例如郑方辉等通过对广东居民幸福指数实证研究探讨了政策公平性、政府廉洁、执法公正等政治因

素对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影响［２８］；丘海雄等认为，居民幸福状况的改善与提升一般是诉诸于政府公共政

策层次，可以经由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公共开支加以实现，如资源的公正配置、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

善治的达致，教育、健康与安全的保障等［２９］；陈刚等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其对居民幸福

感的促增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３０］。毛小平等基于ＣＧＳＳ数据，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
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

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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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观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因素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领域。影响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人格

因素［３２］，即使它不是最好的预测指标，至少也是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３３］，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

同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及生活满意感［３４］。人格可以反映一个人总体心理面貌，是相对稳定、具有独特

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因此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

一部分研究解释了人格的直接影响，如李艳玲等得出主观幸福感和人格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有显著负相关，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

著负相关［３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人格因素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产生作用。如邱林等以大学生为

被测群体，得出外倾和神经质是ＳＷＢ的重要预测指标，情感平衡是外倾和神经质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中
介变量［３６］；也有研究者将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结合研究，如李中权等认为除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外，神经质和外倾性还会通过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间接影响幸福感［３７］。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从自尊（徐维东，２００５；严标宾，２００６；耿晓伟，２００８；叶晓云，２００９；等）、社会支
持（邢占军，２００７；尤瑾，２００７；吴捷，２００８；孔风，２０１２；等）、自我效能、归因方式（余鹏，２００５；于福洋，
２００９；孟慧，２０１０；等）等其他主观因素进行了研究。

三　居民幸福感的测评研究
（一）测评取向与方法

居民幸福感测评方法与幸福感研究取向一脉相承，幸福感研究开创伊始就遵循着两种研究取向：积

极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健康研究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研究。与传统心理学相比，积极心理学要

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３８］，注重心理健康的评价

与测量。对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主流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法和自陈量表（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法。
例如，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ＭＵＮＳＨ）、总体幸福感量表（ＧＷＢ）、总体满意感量表（ＳＷＬＳ）、夏普
量表（ＳＨＡＲＰ）、情感平衡量表（ＡＢＳ）等。国内学者在对国外量表试用、修正的基础上开发了一些新的
量表。如邢占军编制了包含充裕感、公平感、安定感、自主感、宁静感、和融感、舒适感、愉悦感、充实感和

现代感在内的适用于大规模调查研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通过测量学特性检验，证

实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３９］。

在生活质量研究取向上，研究重点既包含影响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也包含生活的主观感

受。伴随着后来的“社会指标运动”，逐渐形成了指标体系测量法。通过指标体系构建，并对各项指标

赋值、计算得出居民幸福感的值，即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法常用于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也是新近居民幸

福感测评探讨中使用较多的方法。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主观感受和满意度

相对应的主观指标体系，如李杏从物质层面的满足感和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两方面建立了包括生存状况

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身心状况愉悦度、幸福感比较和个体与社会和谐程度的五大指标［４０］；二是以

客观对应条件的客观指标体系，如程国栋提出的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

观、环境保护等六类构成要素的国家层面的指标体系［４１］；三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如俞灵燕等建

立的包含收入分配等１６项客观指标和身心健康等４７项主观指标的指标体系［４２］。

（二）测评层面与实践

学术层面：学术层面的测评主要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体现的，包括指标体系构建，如

构建原则、权重分配、体系结构等（李杏，２００８；郑方辉，２００９；俞灵燕，２０１０；马立平，２００７；张荣山，２０１１；
罗建文，２０１２；等）；测评工具与实证探讨，如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相子国，２００５；宫春子，２００６；周
四军，２００８；陈佃慧，２０１１；刘国风，２０１２；等）；基于具体变量的测量，如政策效应、政府绩效满意度、公众
参与等（康君，２００９；刘修通，２０１２；邹安全，２０１２；李文彬，２０１３；等）；测量结果的比较、运用（严标宾，
２００３；李桢业，２００８；林洪，２０１０；等）。但由于各自遵循的研究传统和逻辑思路不同，部分测评结果存在
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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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方层面：从２００５年两会中国科学院士、政协委员程国栋提交的《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
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开始，我国幸福感测评逐渐进入官方视野；２００６年国家统计局宣布启动国民幸福
指数的研制工作，并作为２００６年国家统计局的重点科研项目实施。２０１１年两会上“幸福”成为关注焦
点，一些地方政府把“幸福”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早于国家层面开始了测评实践方面的尝试。江苏

省江阴市制订了《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五个好”设定５大类共 ４２个客观评价指标，围绕
“五个满意度”的 ５０个主观指标［４３］，在测评原则上坚持“问计于民”，将幸福感测评与政府绩效考核相

结合［４４］。广东省政府于２０１１年发布了《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
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等１０项一级指标 ［４５］。国家宏观层面的幸福感测评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

程，需要充分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地方的实践迈出了幸福测量从理论到应用的第一步，提供了很多

宝贵的经验。但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与工具，如何在测评过程中更好定位居民幸福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

何为幸福测评提供制度保障等也成为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问题。

社会机构层面：幸福感研究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团体组织的参与和

媒体的助推。如《望东方周刊》２００４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合作，对我国六大城市幸福情况
进行调查、排名，２００９年再次发起并主办“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调查与推选。《南方企业家》《小
康》、央视财经频道、零点调查公司、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城市研究竞争力协会等其他多家媒体与

机构也都曾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了不同规模居民幸福感调查、排名。社会机构与媒体对幸福的测评往

往通过大规模样本调查取得，样本、调研方法的差异性导致出现一些不一致的调查结果，在学术的参考

性与民众的认可性上引发了一些争议。

四　结　语
目前居民幸福感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理论困境与测评技术上有待解决的难题。

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传统、思路、方法、工具不同导致的差异性结果上。例如在指标体系的编

制中，心理学倾向于微观层面的个体的幸福感，主要从个体欲望、动机、兴趣、认知、情感等因素的内部生成

机制来进行研究，而社会学侧重于从一定社会背景下共同的幸福认知与体验，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

影响机制来构建指标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与测评工具的深化整合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

同时，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任何学术研究的最终价值体现。幸福感

研究是从应用中发展起来的实践科学，研究的归宿也应该回到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上来，这在很大程度

上离不开政府的有利推动。尤其是在关注人民幸福逐渐成为一种执政理念的宏观行政环境下，如何实

现政府与学术研究的对接，如何真实了解居民的幸福状况，如何设计科学的测评机制与科学、合理的实

施方案，如何从制度层面建立幸福感测评的保障体系来更好地发挥幸福感研究、测评的运用效果，将是

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下一步着重探索的新课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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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李中权，王力，张厚粲，等．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Ｊ］．心理科学，２０１０（１）：１６５－１６７．
［３８］李金珍，王文忠，施建农．积极心理学：一种新的研究方向［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３）：３２１－３２７．
［３９］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Ｊ］．中国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３（６）：１０３－１０５．
［４０］李杏．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建构［Ｊ］．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２００８（１１）：１４４－１４５．
［４１］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５（６）：５－１５．
［４２］俞灵燕，王岚．“幸福指数”编制及指标体系建构探析［Ｊ］．统计科学与实践，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２５．
［４３］朱民阳．以人民幸福评估发展———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与思考［Ｊ］．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１（３）：

７５－７８．
［４４］于洪生．幸福观引领下的地方治理———对“幸福江阴”建设的思考［Ｊ］．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１（９）：１１８－１１９．
［４５］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情况说明［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２０１４－０１－１４］．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ｄｄｐｃ．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ｒｄｚｔ／ｘｆｇｄｚｂｔｘ／ｚｔｇｆ／２０１３０１／ｔ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９６４２９．ｈｔｍ．
［４６］周玮．从儒家“乐”思想到幸福感研究［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１３（７）：３４－３７．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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